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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    两年前，吴庆棠向我谈起他的科研计划，打算搞点海外华文报

业方面的研究，请我指导。指导不敢当，借此机会接触一下这个新

的领域，于我亦有裨益。于是欣然从命。吴庆棠科班出身，当过新

华社记者，又主编过杂志经年，后来转人上海社科院的新闻研究

所;因而具备了理论和实践的有利条件。多年来我曾想过一个问

题，在中国现代史的著述中，华侨华人史都异常单薄。与此相关，解

放后出版的“中国新闻史”之类的书籍以及大量有关的篇什，也是

斯处独悄然。我感到这个课题不光为一次填补空白的尝试，虽困难

甚大确是功德无量。

    无巧不成书，正在其时，新加坡华文报有个新闻代表团来上海

访问，团长是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总编辑、新加坡华文报业俱乐部主

席黎德源先生。黎先生曾多次来上海，我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负责

人接待过他，有过不止一次的交往。一回生，两回熟，算是老朋友

了。有天晚上，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与新加坡朋友聚

会，我也作为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，应邀切陪末座。我们谈到正在

进行海外报业的研究，目前主要是关于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问

题的研究时，黎德源先生等新加坡朋友都很关心和感到兴趣。彼此

都乐于今后相互交流;黎先生还当场承诺侯返回狮城后即发出邀

请，让我们到那边实地考察。

    这次的知遇和话题真的成了我们进一步交往的纽带。在东道

主的努力安排下，我和吴庆棠应邀去新加坡作客。感谢新加坡的报

业同行，他们的确给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，毫无保留地提供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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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有求必应地指点一切。连抄带复印，对庆棠同志来说，可谓踌躇

满志，满载而归了。

    而我觉得踌躇满志的，却在新加坡精神。这是一种无形的鼓舞

和感染力量，使我对摆在肩上的指导任务，更具信心，也放得下心。

我想吴庆棠也会有同感。我们常说:新闻工作者理应是“杂家”，新

加坡这个特异的城国，就处处体现出这种气质。她有宽阔的胸怀，

是各种文化和各种文明融合之地，多民族杂处一隅又各适其适，体

现出远缘杂交的优势。和当地知识分子交谈，他们也以这种兼收并

蓄的“杂家”风度引以自豪。当地一位名记者毫不讳言，说“我们是

头骡子，兼备驴马的基因，所以适应力强。市场经济活跃，计划经济

也有坚实基础，以社会主义之道还治资木主义之身。教育体制则是

西方的一套，却有贯串着儒家为人处事的伦理道德意识。⋯⋯”言

下之意，不外乎说，他们善于取长补短。真的，在狮城一周短暂盘

桓，所见所闻果然有那么一点意思。翻阅当地的三家华文报纸，就

会令人惊讶:竟然百分之百的简化汉字，连大字标题和大幅广告，

我也找不到一个繁体字。据说台湾、香港的同行都叹为观止。中国

成语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也许就是这么一点意思吧。更有趣的

是，新加坡朋友谈论起“当局”，包括李光耀先生，表示有所不满，认

为太“专制”，限制了个人的“自由”。可是听得出来，微辞里并没有

发牢骚的味道。甚至有所共识，欣赏人民遵纪守法的习惯，心安理

得于“不自由”的种种。所有这些既矛盾又统一的体现，无不体现出

“杂家”本色。因此，我以为缘此选中《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》这个
课题作为海外华文报业方面研究的首篇，用我们的行话说，不失为

找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典型。而新加坡报业的沿革与发展，乃至迄

今华文报纸的欣欣向荣，无疑有其传统的一面，从中可以找到轨

迹。

    现在，《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》一书即将出版。这部专著，从

历史发展人手，以史带论，叙述了新加坡华文报业有史以来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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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纸及其沿革，以及重大事件和人物，脉络清楚，内容充实，立论鲜

明，是一本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著作。

    海外华人出版华文报纸，环境复杂，困难和障碍诸多。因此研

究本题就要照顾到四面八方的关系，不能存任何偏见。为此，作者

寓论史于资料(亦即用事实说话)之中，用资料来说话。该书着重论

述新加坡华文报业的产生、发展与中国社会状况、文化传统的关

系;以此为主题的专论，在我国海外华文报业研究领域尚属少见。

    新加坡华文报业和华人社会分不开。“新闻即史”，从中可以窥

见华侨历史的一个侧面，也可以窥见与中国的密切关系。这是新加

坡华文报业史上十分突出的现象，也是中、新两国关系史上光辉的

一页。作者不仅从历史沿革的各个方面详尽地阐述这种关系，而且

从中国经济腾飞在亚洲及世界所产生的文化效应，中国的发展对

当代新加坡华文报业繁荣的重要作用，指出并预示了当前困难重

重的世界华文报业美好的前景，于此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    为了解新加坡华文报业状况并收集资料，作者亲赴新加坡及

香港作研究访问，因此，在专著中引用了大量报纸与报人的资料，

其中许多鲜为人知，更难能可贵。

    总之，我国对海外华文报业的研究起步较晚，而上海至今尚未

见有关海外华文报业方面较有分量的专著。作者研究的这个课题，

应该说是开拓性的。该书尚能付梓，不仅有学术上的贡献，而且对

上海海外华文报业研究的拓展，具有带动性的激励的作用。中国有

句老话，叫“抛砖引玉”;此书的问世，或许能够起到“引”的作用罢。

不过，我们感到无比遗憾，为我们穿针引线的黎德源先生，来不及

看到本书印行却于去年不幸因病离开了人间。缘铿一面，只好仅将

此书告慰亡魂，以及我们最沉重的哀思。安息罢，黎先生!

林 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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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当我着手准备写这本书时，就像一个孤独的垦殖者，面对眼前

一片荒原出神，各种思绪在心中闪烁、浮动⋯⋯

    自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，我一直从事新闻采访编辑工作，担

任过新闻记者，主编过杂志，以后才走进誉称社会科学殿堂的上海

社会科学院，开始了新闻研究。

    在广博深奥的研究领域里，我选择了海外华文报业与中国这

一课题，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。这也许是因为，我曾担任过新华社

对外记者多年，经常接触到海外华文报刊，逐渐有所了解;还有一

种先天的缘份，我出生在广东著名侨乡，那儿与海外联系十分普

遍、密切与悠久，因而海外华侨华人的事在我心目中占着很重要的

位置，他们的生存、发展以及同中国的关系，都是我所关注的问题;

加上当时海外华文报业这一课题在上海社科院尚未有专门立项研

究，属于一个新开拓的领域，很有探讨的价值。

    海外华文报业是一个内容博大的课题，不少学者对其发展历

史已作了许多研究。而我觉得，海外华文报业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
社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而这些情况中国读者似乎了解并

不多，资料又极为分散难觅。于是我便确定了以“海外华文报业与
中国”为自己研究的总课题。

    《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》一书，便是这个总课题的第一个成

果。新加坡同中国的交往历史久远且频繁，华族人口众多，华夏文

化源远流长，华文报业发达。本书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，以历史沿

革为线索，对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的联系，作一次较为系统的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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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和探讨。今后，“海外华文报业与中国”专题研究将继续下去，分

别对其他国家华文报业与中国的关系、发展变化进行研究，争取形

成系列性的成果。

    在我的专题研究及本书的写作过程中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林

帆教授给予了许多重要且具体的指导，使我受益匪浅。

    当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的研究开始时，我便得到了新加坡

同行的大力支持。}L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前总编辑、新加坡华文报业

俱乐部前主席黎德源先生的安排，我与林帆教授于1993年10月

至11月间赴新加坡作研究访问。期间，新加坡华文报集团总经理

周景锐先生会见我们，黎德源先生、《联合早报》副总编辑林任君先

生，《联合晚报》总编辑陈正先生，《新明日报》助理总编辑郑文辉先

生，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学者王慷鼎先生、杨松年先生、崔贵强先

生，老报人彭松涛先生，以及晚报的刘宏达先生、韩山元先生，早报

的区如柏女士，《源》杂志的潘明智先生等，都给予了宝贵的帮助。

回国后，《联合早报》高级副总编辑成汉通先生以及该报驻北京特

派员林金发先生，仍很关心支持我的研究及专著的出版。

    上海社会科学院及新闻研究所对这一专题研究很重视，将其

列为社科院重点研究课题，专著完稿后，又获上海社会科学院黄逸

峰出版墓金资助出版。

    此刻，我感到，我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垦殖者。我得到了众多的

热心支持与帮助。藉此，谨向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过关心和帮助的

领导、老师、朋友深表谢意。

    遗憾的是，在本书写作中，黎德源先生不幸因病逝世。这位热

心中、新报业交流、对我的研究给予极大关心和支持的可敬朋友突

然离去，令我心情沉重万分，搁笔良久。如今，在本书印行之际，倍

加怀念黎先生;我想，本书的问世，是对黎先生最好的纪念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庆棠

          1996年7月16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
    2



第一节 基督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

第一章 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
        从中国到新加坡

    18世纪初，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，开始在东南亚一些

国家创办华文报刊。1833年8月1日，英国伦敦布道会教士郭实

腊在广州创办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华文月刊。这是在中国境内

最早出版的华文杂志。

    由于当时清朝政府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以及政局不稳等原

因，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遂于1835年8月停刊。1837年2月，
该刊又在新加坡复刊，成为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杂志。

    这种现象，无论在中国报业史上还是在世界报业史上都是较

少见的。它揭示了中国报业与新加坡报业之间密切关系的历史，开

了华文报刊在新加坡发展之先河。

    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首先在中国诞生，以后又迁至新加坡，

一定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。以下将对有关史实作些叙述和分析。

第一节 基督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

    中国同西方的交往源远流长，估计至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。随

着这种交往，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广泛，而基督教则是西

方文化输人中国的一个重要内容。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，直接导致

中国和新加坡早期华文报刊的出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    中国，这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古国，从来就是西方宗教势力向东

方扩张的重要目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

第一章 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从中国到新加坡

    基督教最初传人中国是在3,4世纪。5世纪时，由于聂斯脱里

派教士深人中国内地，使基督教在中国发扬光大。在428-431年

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派创立者、叙利亚人聂斯脱留斯，由于别

倡耶稣兼有人神两性的新说而被罢免大主教职务，并于435年被
宣称为异端，驱逐出境。聂斯脱留斯带着信徒流亡波斯，建立总教

会后，即向西亚、中亚传播教义。当时在中国的传教，是由成立于

411-415年的赫拉特大主教区和成立于503-520年的撒马尔罕

大主教区兼管的。

    5,6世纪之际，景教已在洛阳正式传教，635年(唐太宗贞观九

年)景教传人长安。是年大秦国上德阿罗本携真经到长安，唐太宗

命人至西郊迎人宫内，译经传道。638年7月，唐太宗钦准传教，造

波斯寺一所，度僧21人，阿罗本被波斯首都宿利城的景教总主教

易朔亚伯二世派来传教。所以至635年以后便有了中国大主教区

咬传教)。744年，大德僧估和到长安，将波斯寺统改为大秦寺。肃宗

时，景教僧伊斯随大食、回绝援军人中国，利用得以和肃宗亲近的

机会，重建灵武等5郡景寺，使景教在陇西、河西为之一振。直至

}'45年(唐会昌五年)，景教被禁，该教在中国流传了}}0年。

    845年唐武宗下令禁教后，波斯人景教徒都聚集在广州一地。

878年黄巢军队攻占广州，外国人遭到驱杀，波斯人也不例外。景

教从此在中国绝迹。如此惨痛的遭遇，并没有使传教者在中国国门

止步。在元朝统治中国时，由于朝廷对宗教采取开放政策，罗马传

教士大量进人中国，致使基督教卷土重来，又在中国土地上广泛流

传，成为在全国流行的宗教之一，在15个城有景教徒，主教驻地在

西京大同。13世纪中叶，巴格达的景教主教有各教区主教驻节表，

共列主教区25，西至亚美尼亚、阿拉伯、叙利亚，东至唐古特(河

西)，北起汗八里(北京)，南抵印度，都属布教区域，其中在中国境

内的教区就有4处。元朝复灭后，基督教失去庇护，很难有所发展。

    明代中叶，随着葡萄牙的炮舰向东方扩张，天主教在中国重新

   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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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了布道的机会。1557年葡萄牙人强占澳门建立，耶稣会学校

也在澳门建立，传教士开始叩击中国的大门。1562年，皮莱士

( Perez)和戴西拉(Texeira)神父便定居澳门，卡纳罗(Carneiro)任

澳门第一任主教。澳门成为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据点。

    明朝万历年八年(158。年)，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玛窦
(Matthaeus Ricci)由澳门人中国传教。他交结官绅，攻读儒教经·

典，宣扬西方科学技术知识，作为传教的手段，终于1601年上北

京，进渴明神宗，使中国打开接受天主教的大门。此后绵延二百余

年，基督教再度兴盛。

继续其祭祖尊孔礼仪，引起西方在中国天主教士的争议，导致罗马

教皇干涉，于1704年发布禁约，不准中国天主教徒祭祖尊孔，并企

图要清廷服从禁令，从而引起康熙反感，遂于1717年下令禁止天

主教在华传教。康熙后，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都相继颁布限禁天

主教的旨令。

    另一方面，雍正继位后，为了保住皇位，以严酷手段对付政敌，
致使受株连的天主教徒也被清除。在他登基那一年，下令禁教，除

北京城外，不准任何传教活动，所有教堂，一概没收。乾隆对天主教

也严加取缔，内地教士，一经查出，轻则驱逐出境，重则正法。

    1773年耶稣会解散，天主教活动在华进人低潮。

    从3,4世纪到18世纪，西方传教士不惧怕严厉的禁教政策，

通过各种手段，直至依附殖民者的炮舰，一次次叩打中国大门。他

们把中国视作传教的重要目标的原因，首先是适应殖民者的对外

扩张，掠夺原料基地、争夺商品市场的需要。中国地大物博，自然成

为他们征服的重要目标。西方传教士有的就成为殖民者侵略行动

的先锋和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帮凶。其次是中国辉煌的文化具有巨

大的影响力。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圣方济各 ·沙勿略(St.

Francois Xavier)是最早奉派到印度、日本传教，也是首先在中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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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教的。他在1549年8月15日到达日本鹿儿岛。但日本素来奉

行由中国传人的佛教和儒学。在日本，沙勿略会见了文化极高的中

国人，促使他下决心向中国传教。“因为中国人真心阪依之后，日本

人便自然会扬弃从中国传去的邪说了”。①在西方传教士看来，征

服了中国，其他地方便会不攻自破。

    被称为耶稣会来华传教先驱的沙勿略从日本鹿儿岛回到印度

的果阿之后，于1552年4月14日又从果阿奔赴中国，8月到达广 ’

东上川岛，因明朝海禁甚严，只得在离广州30海里的上川岛居留，

伺机深人中国大陆，但他没等到机会，不久便在该岛的一个茅棚中

去世。

    东来的基督教士很早便在东西方交通要冲马六甲活动，天主

教在16世纪即流传马六甲，新教会于1815年在马六甲发展。1819

年，英国殖民者莱佛士到达新加坡时，这些教士即随之而来。等到

中国开放，允许教士进人时，马六甲和新加坡两地的教会便移至中

国。至1847年，英国伦敦布道会的人员全部离境。因为鸦片战争

后，布道中心便北移至香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

    西方教士在中国传教，除了译经布道外，就是出版书籍，创办

报刊。在翻译经典、著书立说方面，利玛窦及以前在华传教士已做

了大量工作。早期景教大德景净译经最多。敦煌鸣沙山石窟发现

的景教经文抄本有5,6种。《敦煌石室遗书》中《尊经》说:大秦本教

经典 530部，景教僧景净已译30部。

    利玛窦来华后，研习中国经籍，以此著书立说，宣传天主教义，

生平著作20多种，有《天主实义》一、二卷，《畸人十篇》，《辩学遗

犊》等。其中《天主实义》是利玛窦宣扬天主教哲学的代表作，也是

他熔儒家学说和天主教义于一炉的重要著作，在明代官绅和知识

① 沈福伟:《中西文化交流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36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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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子中有广泛影响。学术著作的编译，有《几何原本》6卷，《同文指

算)))11卷，《测量法义)))1卷，《圆容较义)1)1卷，《乾坤体义》2卷，《西
字奇迹)))1卷，和《坤舆万国全图》①。

    利玛窦以前来中国的西方教士只是在宣扬教义，并以著书立

说开展传教活动;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华文报刊，则是到19世

纪初期才开始的。

    清嘉庆十二年(1807年)初，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教士马礼逊

(Robert Morrison)来中国传教，从而开始了基督教在中国活动的

新阶段。

    马礼逊人华重振基督教并非易事。自雍正、乾隆两朝实行严厉

的禁教政策，至嘉庆(1796-1820年)、道光(1820-1851年)早期，

仍然继续执行，并且颁布新的禁教法令。比如1805年北京城内清

除基督教残余势力，1811年嘉庆皇帝再度下诏禁教，重禁外人传

教及刻印基督教宣传文字，违者处以重刑等。.这些严刑酷法，使得

马礼逊人华传教活动困难重重。

    马礼逊人华时，既勇于冒险，又十分耐心。他选择了澳门作为

跳板，当时澳门是西商人华的歇脚点，清政府对西人在澳门的活动

比较宽容。1807年9月，马礼逊冒险进人广州，不足一年，由于清

政府与英国发生纠纷，所有居住在广州的英国人都被勒令移居澳

门。马礼逊因而也回到澳门。他并不死心，变换了手法，搞了个伪

装，于18x9年2月，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中文译员的身份作为掩护，

再度进人中国大陆继续传教活动。清政府对外人的传教活动严密

监视，马礼逊终因秘密传教被勒令出境，潜居澳门。

    马礼逊势单力薄，英国伦敦布道会决定于1812年9月增派年

轻教士威廉 ·米伶(William Milne)前往澳门，协助马礼逊，推广

① 沈福伟:《中西文化交流史》，第37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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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①。米伶的东来，在以后创办华文报刊的活动中，起了重要的

作用。

    米伶东来也难有立足之地，先到澳门，因受天主教徒的挑衅，

被澳门葡督迫令24小时内离境。米伶7月20日进人广州，为了避

免清政府的注意，闭门在家中学中文，根本无法传教。

    1814年初，马礼逊遣派米伶到马来群岛一带(包括瓜哇马来

半岛如槟城等地)进行考察，并乘机散发马礼逊编印的基督教宣传

文字。

    经过8个月的实地查访，米伶获得了第一手资料，于1814年

秋回到广州，向马礼逊提出报告。经过讨论、比较，他们选定马六甲

作为今后传教基地。其理由是当时的马六甲属英国管辖，在当地进

行传教没有政治阻力;当时的马六甲，不但已是东西方交通的中

枢，同时也是中国与南洋交通的主要站脚，更是马来群岛一带交通

贸易的集散中心，对于联络及将来推广宣教工作非常有利;马六甲

当时已有华人4000，正是传教士人华之前，学习华文华语的理想

地点②。

    1815年初，马礼逊再派米伶到马六甲，设立印度以东布道会，

正式开始基督教在马来半岛的传教活动。

  第二节 传教士办报与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》的出现

    19世纪初，在华基督教士活动的南移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尤其是

在东南亚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其最直接且最明显的结果，便是

促进了早期华文刊物的出现和一批华文刊物的兴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    1815年初，米伶夫妇离开中国赴南洋，至该年s月，一本有

① 王慷鼎:《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》，第12页。

② 王慷鼎:《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》，第1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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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五十页的华文月刊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)}(以下简称《察世俗)))

便创刊问世，从准备到出版只有短短半年左右。

    远道而来的英国传教士米伶，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便创办出

具备近代杂志特征的华文刊物，其成就是惊人的。分析其原因，大

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。

    其一，米伶南移时，可能已经有了办报刊的明确目的。马礼逊

在广州时，一方面忙于编写出版基督教的宣教文字，另一方面积极

积累资料，为出版刊物之用。后被清政府发现，将他的资料全部烧

毁。这说明马礼逊已经在作出版刊物的准备，只是因被清政府发觉

而受挫。

    米伶被马礼逊派遣去南洋群岛建立传教基地，在他动身之前，

马礼逊面授机宜，指示他到马六甲后，立即出版一个宣传教义的

刊物。马礼逊与米伶有个共同认识:除口头布道外，创办一个宣

传基督教义的刊物很有必要。马礼逊不长住马六甲，因而马礼逊

是《察世俗》的创办人，而米伶任主编，处理杂志日常编辑出

版事务。

    其二，米伶热心宗教事业，博学多才。1812年来中国后，他潜

心学习中文，博览群书，了解中国国情民俗，因此他担任《察世俗》

主编和主要撰稿人，得心应手。

    其三，米伶是有备而去的。他赴南洋时，并非孤身一人，而是带

了两名助手一蔡阿国和梁广发同行。蔡、梁都是刻工高手，对《察世

俗》的出版，起了很大作用。

    米伶等人一到达马六甲，即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，不出两个

月，便办起了印刷所，使《察世俗》能够在8月5日顺利问世。

    《察世俗》出版以后的情况不错，发行量逐步上升。据麦都思的

记录:1815年每月725份;1816年每月850份;1817年每月800

份;1818年每月524份;1819年每月1000份;1820年每月2000

份;1821年每月2000份。分发地区，除马六甲、槟城、新加坡以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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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远及爪哇、澳门和广州等地①。可见这份杂志在逐步发展，影响

不断扩大。

    自1815年8月《察世俗》开东南亚华文杂志之先河后的十多

年间，先后又出现过两种华文杂志。这就是麦都思于1823年7月

在巴达维亚编辑出版的《特选撮要》月刊，距《察世俗》停刊(1822

年2,3月间)仅一年又4个月的时间。3年后，于1826年停刊。过

了两年，即1828年，在马六甲出版了中文月刊《天下新闻》。这份杂

志由西商与印度以东布道会联合出版，由纪德担任主编，于1829

年停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

    马礼逊、米伶、麦都思、纪德等教士在东南亚的马六甲、印尼所

办的华文杂志，都是以向中国宣传宗教为宗旨的。中国乃传教的目

标所在，当他们一时还不能在中国直接开展传教活动之时，这些传

教士便通过传播媒体，间接地向中国传教。

    米伶在《察世俗》创刊号中自述办报宗旨称:“本报虽以阐发基

督教义为唯一急务，然其他各端，亦不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。知

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，又安可忽视之

哉。中国人民之智力，受政治束缚，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，相沿迄

今二千余载。一旦欲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发扬蹈厉，夫岂易事。惟

有抉择适当之方法，奋其全力，竭其热忱，始终不懈，庶几能挽回于

万一耳。作始虽简，将毕必巨，若干人创之于前，若夫发挥光大则后

之学者责无旁贷矣。”②麦都思在《特选撮要》发刊词中称，该刊将
继续《察世俗》的宗旨。

    这3家杂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力求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。介

① 王慷鼎:《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》，第1}页。

② 郑文辉:《新加坡华文报业史〔1881-1972) }，新马出版印刷公司1973年版，第

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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